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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参议会对湖南和平解放态度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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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湖南省参议会自成立以来便长期对中共持敌对态度，然而，随着赵恒惕辞去议长职务、唐伯球

补选为议长，省参会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在对待和平的态度上，省参会先后放弃了“备战求和”“保

境恤民”等选项，也放弃了中立于国共两党外进行自治的方案，转向接受毛泽东和谈八项条件的声明。

其与人民的关系也经历了从不被信任到被人民接受的转变过程；在与人民团体争夺话语权及应对白崇

禧施压的过程中，大部分参议员最终选择配合程潜进行和平起义，迎接湖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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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fted Attitudes of Hunan Provincial Council Towards Hunan Peaceful Lib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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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Hunan Provincial Council has longstanding hostility towa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owever, with Zhao Hengti’s resignation as the Speaker and Tang boqiu’s by 
election as the Speaker, the attitudes of Hunan Provincial Council towa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d 
undergone a subtle change. In the attitude towards peace, strategies like “preparing the fight before the peace 
negotiation” and “guarding the provincial border and caring for the residents”, were rejected successively by the 
Provincial Council, and the proposals of provincial autonomy and remaining neutrality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were dismissed as well, turning into accepting the eight conditions of peace negotiation 
by Mao Zedong. Meanwhile, people in Hunan also shifted their skeptical view of the Provincial Council into trust. 
Eventually, in the process of competing with people’s organizations for the right to speak and coping with Bai 
Chongxi’s pressure, most Council members finally chose to cooperate with Cheng Qian in a peaceful uprising to 
meet the liberation of Hunan.
Keywords：Hunan Provincial Council; Hunan peaceful liberation; Zhao Hengti; Tang Boqiu; Bai Chongxi

目前学界对湖南和平解放的研究尚集中于个 别人物与解放的关系，或聚焦于湖南省军政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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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与中共的秘密接触，如程潜、陈明仁、唐生

智等个别高层人物响应起义的过往 [1-3]；或突出民

主人士响应中共号召所发挥的作用，如仇鳌、陈

云章等人在此过程中所作的合作贡献 [4-5]；或重现

中共地下党在此历史进程中的秘密活动，如描述

周里、余志宏等人为争取程潜等站到人民一边所

进行的地下活动 [6-7]。一方面，这些文章并非都是

严格意义上的研究论文，其中多数当属回忆文章

或纪念性文字；另一方面，这些文章不够严谨，

且依据的史料较为单一，其多为事后多年的口述

或回忆录，缺少对当时报刊文字的参考。

除上述成果之外，学界对湖南省参民意机

关——省参议会在湖南和平解放过程中所起作用

着墨尚少，未有过多的关注。实际上，湖南省参

议会作为彼时的民意机关，对湖南前途、命运的

选择可谓一波三折，号称代表民意的参议员们对

此也是心态各异。这也部分表征了在此社会剧烈

变迁的过程中，湖南省各地的民意对湖南求取和

平及如何求取和平的意见不一。考辨省参议会在

这过程中前后不一的行为，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

理解湖南省（至少就省会而言）为何最终选择了

和平解放的北平模式，而最终放弃了其他形式的

考量。通过对湖南省参议会关于湖南和平解放态

度转变的研究，或更进一步说，通过对其对中共

态度转变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更为细致、准确地

认知湖南和平解放这段特殊的历史。

本文拟从三个阶段对湖南省参议会态度的转

变过程进行分析，这三个阶段的主题可概括为赵

恒惕任议长时省参议会对中共之态度、唐伯球任

议长后省参议会态度的转变、省参议会对湖南和

平解放的积极参与。在此基础上，本文拟回答以

下两个问题：（1）湖南在追求和平的时候是否有

多种名同实异的方式？（2）湖南省参议会在多种

和平方案中为何选择了接受解放的方案？ 

一 赵恒惕任议长时省参议会对中共之

态度

湖南省参议会对中共之态度由内外两方面因

素促成。就内部因素而言，主要受议长态度、参

议会自身性质与参议员态度三方面影响，其中议

长又能直接影响到参议员的议政取向，故对整个

参议会的态度起引导性作用。由外部环境观之，

则是因为国共内战的局势走向以及湖南省内治安

问题的刺激，促使省参议会不得不回应与之相关

的问题。

从 1946 年 5 月湖南省参议会正式成立，到

1948 年 12 月底赵恒惕请辞议长期间，赵恒惕长期

担任湖南省参议会议长一职。若从 1939 年 8 月湖

南省临时参议会的成立开始算起，则赵恒惕担任

议长时间长达近 10 年。由此可知，赵恒惕个人对

省参议会及参议员的影响之大。

赵恒惕（1880—1971），字夷午、彞午，号炎午，

湖南衡山人。湖北方言学堂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第六期炮科毕业。在日本留学时，加入了同盟会。

学成回国后，随蔡锷主持广西陆军干部学校，训

练新军。辛亥革命时，任广西新军协统，促请广

西巡抚沈秉堃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时，与谭

延闿在湖南响应；失败后，被袁世凯逮捕解送北

京，囚禁多年。袁世凯称帝后特赦出狱，返乡后

策动倒袁运动；不久，即被任命为湘军第一师师长。

1921年，任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敦聘王正廷、

蒋方震、李剑农、钟才宏等创制省宪。为保境安民，

与谭延闿通电主张联省自治，他自己也成为湖南

省第一位民选省长。1926年，赵恒惕被唐生智驱逐，

交卸省政，十年不问政治，潜心修佛，直至“七七

事变”后，蒋介石任命他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

员。1939 年，又担任湖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直

至 1946 年，湖南省参议会成立，当选为议长。

赵恒惕对共产党素来怀有敌意，这既有历史方

面的原因，也有现实政治的考量。他任湖南省长

时，便十分反对工人运动。1922 年 1 月，赵恒惕

残忍杀害了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关闭了劳

工会和《劳工周刊》，引发了重大反响。彼时尚

有反对工人运动的安徽驻沪劳工总会对赵恒惕充

满幻想，期望他“提倡劳工，恢复工会”。共产

党的机关报《向导》对此极力反击，称“以赵恒

惕这样惨杀劳工的军阀，这样摧残劳动运动的军

阀，竟有希望他‘提倡劳工……时加奖饰’的工会，

我们忍不住要说：这是工人阶级的大耻辱呵！”[8]

由此可见当时赵恒惕对共产党敌视程度之深。

就现实政治而言，赵恒惕当选为省参议会议长

时，正值国共内战爆发时期。赵恒惕认为湖南于

抗战胜利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战后的重建

是重中之重，但他将湖南战后重建的期望，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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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统一意志、集中力量上。这个统一的意志，自

然是蒋介石的独裁意志，而集中的力量，不外为

中央政府统治下的政府力量。因此，他在《湖南

省参议会会刊》创刊号上所发第一篇文章中，便

把矛盾指向中共，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体念时

代之需求，不顾及国脉之危殆，拥兵称乱，逞意

妄为，以致动荡之政局，日益纷乱而不宁，憔悴

之民生，日益痛苦而加剧”[9]。在他看来，唯有统

一意志、集中力量，确切认定“政令之必须统一，

军队之必须国有”，才能恢复国家建设。随着国

共内战的深入，蒋介石于 1947 年 7 月 4 日颁布《戡

乱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实行“戡乱”救国政策。

国民政府意识到局势已经出现巨大危机，然尚未

到无可挽救地步，仍认为以自己的力量可以戡平

“叛乱”。赵恒惕此时自然更殷切期望国民政府

能全力“戡乱”，完成其建国大业。赵恒惕单方

面的愿景，无助于国民政府增强“戡乱”力量，

也无益于湖南的建设事业，却实实在在影响到了

参议会和参议员们的情感态度，此点待下文论证。

从省参议会的性质来看，其虽属民意机关，

但与政府及国民党的关系却格外微妙。其与西方

地方代表机关不同，因为在实行三权分立的西方

国家中，议会与政府的关系常表现为制衡关系。

就事实来看，西方的议会与政府之间亦时常出现

激烈的矛盾冲突，这样的状态在中国民意机关与

政府之间似并不常见。二者之间虽偶见激烈交锋，

却多为意气之争，绝少理念之不同的情况。且在

大多数情况下，民意机关与政府能够保持友好关

系，甚至对政府有一定的依附性。从法规条文来看，

1945年施行的《省参议会组织条例》中第十九条“省

参议会决议案，咨送省政府执行，如省政府延不

执行，或执行不当时，请求说明理由，如仍认为

不满意时，得报请行政院核办等”，第二十条“省

政府对于省参议会之决议案，如认为不当，得附

理由送请覆议。对于覆议结果，如仍认为不当时，

得呈请行政院核办”。由此观之，府会之间若有

矛盾，最后的仲裁权仍归于行政院。行政院因其

自身属性，自然会偏向于省政府一方。更有甚者，

“行政院长对于省参议会之决议案，认为有违反

三民主义或国策情事者，得提经行政院会议通过，

呈请国民政府予以解释，依法重选”[10]。可见，

与西方国家的议会相比，省参议会缺少强有力的

监督权，本质上还是为配合政府推行政令的民意

机关。值得注意的是，参议会对政府的附和多为

对国家事务的响应，一旦关系到具体地方事务时，

二者的处置方式便可能出现分歧。

至于参议员们的态度，则稍显复杂。这里暂

不讨论每位参议员的意识形态因素，仅探讨他们

与政府要员们之间的关系，并略微分析他们对议

长赵恒惕的态度。需要承认的是，在历次大会中，

都有参议员积极质询政府官员的情形，并有激烈

辩论的场合，但就整体关系而言，大多数情况下，

参议员认同政府官员的做法。以湖南省第一届第

三次大会为例。该次大会从开会到散会，各参议

员的饭局可谓是应接不暇。从 1947 年 6 月 16 日

开幕那天起，便有省府主席王东原及各厅处长招

待，直至宾主尽欢而散 [11]。大会期间与闭幕前，

又有各机关首长纷纷宴请各参议员，参议员们大

有应接不暇之势。如此频繁的宴请与畅谈，何以

保持参议员对政府要员的监督呢？不仅如此，闭

幕以后，王东原主席又给每位参议员送了所谓的

“驻省费用”50 万元。除参议员彭绍香一人三次

拒收外，其余人都悄悄收下了 [12]。这种情况，也

成为日后民众对参议员们组织的“和平促进会”

缺乏信任的重要原因。究其原因，排除个人意识

形态方面的原因外，或可从参议员与政府本身千

丝万缕般的联系当中管窥一豹。依据政府规定，

参议员均为无给职，且不得直接兼任公务员，但

实际上，当时的参议员中兼任有给职的并不在少

数。缘于此，参议员也长期被外界视为政府的“应

声虫”。也正因为这种关系的存在，在省议会第

一届第一次大会第二次会议末了时，自称中立派

的参议员黄甲，提出“讨伐中共，要求政府戡乱”

的临时动议，会场上竟“掀起了一阵掌声”[13]。

这也说明了该次大会中，赞同政府立场，意欲“讨

伐中共”的参议员不在少数，“讨伐中共”为多

数人的共同意见。

除上述内容外，再看看参议员对议长赵恒惕

的态度，或许更有助于理解彼时参议员对中共态

度何以如此敌对。纵使我们不必相信这些参议员

们具有“乌合之众”般的群体无意识行为，个人

实为群体所裹挟，也仍有必要相信在缺少多党制

衡的参议会中参议员受议长影响之事实。第一届

第一次大会召开的第一天，进行了议长和副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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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举。最终参选议长者有赵恒惕、张炯、方鼎

英三人，实际得票数为赵恒惕 40 票、张炯 35 票、

方鼎英 1 票。第一届参议员共有 78 人，到场 76 人，

赵恒惕获得了正好过半数票。这 40 票的组成情况

或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上文黄甲所代表的“中

立派”，一部分是反对 CC 系力量最甚的三青团派

的部分人员，其中尤以李树森领导的军人团最为

支持赵恒惕。CC 派的代表张炯获得了该派的全力

支持，还获得了三青团中由周天贤（与张炯同乡，

为湘西人）领导的学生团的票数。支持赵恒惕的

40 票当中，绝大多数都是死党票，这些死党对赵

恒惕的依附性自然极大。通过上述分析，也就不

难理解何以自称中立派的黄甲会提出如此激进的

临时动议，且还获得了一片掌声。

二 唐伯球任议长后参议会态度的转变

1948 年 7 月，程潜接替王东原省主席的职务

回湘主政，由此府会关系发生了微妙的转折。

是年春天，程潜竞选副总统失败，情绪黯然。

蒋介石一方面为牵制白崇禧，一面为安抚程潜，

任命程潜为长沙绥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省保安

司令。程潜返湘后，外界有关程潜与赵恒惕的关

系传出了诸多声音。就过去 30 年的历史来看，两

人既有合作，也有矛盾，但总的说来还是交恶较多。

故在湖南省主席人选的问题上，赵恒惕并不倾向

于程潜。何应钦曾询问赵恒惕关于湖南省主席人

选意见，赵恒惕答，并无意见。在何应钦追问之下，

赵恒惕方说出自己真实想法：属意王东原留任，

但担心在京湘人的是非口舌，故表示无意见 [14]75-76。

在程潜就任湖南省主席期间，赵恒惕暗中对其

政策表示不满。自省参会一届五次大会后，他就

很少再出席会议，即便出席，亦很少发言。恰逢

此时，唐生智即将来长，并传可能出任湖南省参

议会议长。当时，外界也传出了参议会倒赵的消

息。这种传言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彼时最殷切期

望唐生智出任议长的便是与唐生智同乡（东安县）

的参议员席楚霖 [15]。席楚霖一度表示，自己愿意

让出东安县参议员的名额，由唐生智补选，随后

名正言顺竞选议长。以唐生智的声望，只要他愿

意，当无任何问题。赵恒惕或是听闻了这一消息，

就愈发不敢开会了。

1948 年 11 月，南京要召开全国粮食会议，程

潜与赵恒惕收到电令，赴南京参会。赵恒惕赴南

京后，即患严重的尿闭症，就医于南京中央医院，

随后不久又赴台湾养病。期间，程潜虽多次催促

他回湘，均被其拒绝。依赵恒惕自己口述，彼时，

他自觉在湖南已无有作为，加之疾病未愈，故去

电请辞议长职位 [14]76。

议会通过议长辞职后，随即而来的便是议长补

选。当时最有力的竞争者有方鼎英与唐伯球两人，

其中方鼎英的呼声尤高。在选前与选后，舆论倾

向于方鼎英接任议长，故大家对唐伯球能当选议

长颇感意外。这也足见唐伯球虽长期担任副议长，

但其并未在社会中积攒足够的威望来使自己轻易

当选，这也是其后来虽积极参与和平自救活动却

威望不足的原因，亦是其不足以完全掌控参议会

的原因所在。

在补选议长前，省参议会曾有讨论，认为新

任议长最好是军人出身，且在社会各界有很高的

声威，如此方能让所发电报受人重视。最合适的

人选大家普遍认为是方鼎英，因为方鼎英是军事

教育家，担任过黄埔军校校长兼教育长，在国

共两党的高级军事将领中都有他的学生。如此，

他可利用自己的老师身份调解二者的关系。当

时，就连唐伯球选前也一度表态自己保证投方

鼎英一票 [16]（选举时他确实投了方鼎英一票），

可见唐伯球本人对自己被扶正为议长并无自信。

但在选举当天，情况发生了变化；当天实际投票

人数 85 人，得票数为唐伯球 46 票、方鼎英 33 票、

李国柱 1 票，另外还有 5 张废票。之所以出现这

种逆转，乃唐伯球一方，在选前半天采取紧急措施，

使得参议员中的游离分子和民社党、青年党两党

中的参议员临时变卦，这样，原本要投方的票就

全部转投给了唐。另外，唐伯球一方对李国柱也

是采取弃保策略，这才使唐得以获胜。游离分子

和民青两党的临时变卦不无原因，据外界分析，

是他们担忧方鼎英与省府关系不合。方鼎英虽有

各方面的优势，但与程潜个人关系并不好，且个

性要强，这些人担心将来他与省府配合有问题，

故临时变卦。

唐伯球原来是实业家，军政二界都有参与，但

显然不如方鼎英涉入得深。他起初作为赵恒惕的

搭档竞选副议长当选。在外界看来，他和赵恒惕

是一个圈子的，故能得到赵恒惕死党的部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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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在参议会中人缘也不算差，只不过旁人

觉得，他人缘不差，但尚不够格担任湖南省参议

会议长，可大家也承认，他与省政府的关系非常

密切。据唐伯球回忆，程潜确实在此次议长补选

过程中支持他当选议长 [17]306-307。这样，唐伯球出

其不意，在关键时刻逆转了局势。然而吊诡处在于，

虽在外界看来，唐伯球是和赵恒惕一个圈子的，

但在赵恒惕看来，唐伯球却是程潜的羽翼 [14]306。

以赵恒惕与程潜不和的关系来看，唐伯球能同时

依附于此二人，足见其在人际关系的沟通方面确

有过人之处。

议长选出后，由于唐伯球原先是副议长，他

需要辞去副议长才能就任议长，副议长则需另选。

唐伯球是湘西人，为考虑地区平衡，副议长人选

原则上考虑为湘南或湘东人，并在彭绍香（茶陵

县人，属湘东）和席楚霖（东安县人，属湘南）

二人中选择。此二人的影响在伯仲之间，各有优劣。

但是在活动方面，湘南人士显然更为活跃，他们

想方设法为席楚霖壮大声势。最后投票结果为席

楚霖 44 票、彭绍香 27 票。这场选举被外界看作

一场颇具风度的选举，故席楚霖的当选并不令人

感到意外；此后，席楚霖亦以积极姿态为湖南寻

求和平四处奔波。

唐伯球就任议长后，起初在宣言中尚以武力自

卫为轴心，尚未超越参议会的既定方针，但因为

两件事的发生，使得情况发生了微妙的转折。这

两件事情其一是为响应湖北省参议会决定，成立

和平促进会；其二是 1949 年 1 月 14 日，中国共

产党声明和谈八项条件。

彼时，国民党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想通

过“和平解决”的幌子逼蒋介石下野，以便李宗

仁取而代之。湖北省参议会首先响应，致电蒋介

石要求“恢复和谈”[18]，并通电各省，冀求响应。

1 月 3 日，湖南省收到通电，针对该事举行座谈，

作为响应。学界以往对和平促进会的评价很高，

认为其代表市民的请求而成立，反映了民心的取

向，但在当时的舆论界看来，和平促进会最初的

性质恰恰并非主和，而是主战。此时的淮海战役

已步入尾声，平津战役却尚存变数。其中围绕主

和还是主战的问题，在 1 月 5 日的省参会座谈会

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这次座谈会名义上是呼吁

和平，但实际上多数人的所谓“和平”是决意与

中共作最后决斗的“和平”，而绝非欢迎解放的

和平。以蒋鹏翥为代表的坚决主战派声称“湖南

人应团结力量，与共党作最后决斗，不必应和人

家幼稚呼声”[19]。幸而唐伯球出面，及时纠正这

一观点。唐伯球认为，征兵征粮人民已经负担不起，

自己能不能代表民意争取和平是一回事，事实上

能不能做到则是另一回事。可见唐伯球就任议长

后不久便改变了原先的态度，已敢于在会上针对

求战的声音声明自己的主张（原因详后）。

此次座谈会显然没有解决内部争议的问题，加

之湖北省参议会此时呼吁和平的主张得到多省响

应，省参议会于是决议约集省会重要领袖继续对

此事详加讨论。这些重要领袖也就是社会各人民

团体的代表人物。省参议会希望扩大座谈会，对

事情进行进一步的商讨。这次座谈会于 1 月 14 日

召开，与毛泽东发表声明、提出和谈八项条件是

同一天。但当天这些代表尚未悉知该份声明，对

这份声明的讨论也是数日之后的事情，当日会议

似乎是为拥护蒋介石在元旦发布的《和平文告》

而开。据报道，会议虽以“促进和平会”为名，

实际上会上一片备战声 [20]。 
省参议会第一次态度的转变，是在 1 月 17 日

为和平促进会召开的第一次筹备会议上出现的，

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便是毛泽东提出的和谈八项

条件声明。这八项条件包括：（1）惩办战争罪犯；（2）
废除伪宪法；（3）废除伪法统；（4）依据民主原则，

改编一切反动军队；（5）没收官僚资本；（6）
改革土地制度；（7）废除卖国条约；（8）召开

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

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

政府的一切权力 [21]。可以说这和谈八项条件的声

明，分化了原本还欲以战求和的顽固派阵营，使

部分人逐渐接受了八项主张，至少对其予以了重

视，一系列围绕它的讨论也在逐步开展。1月 19日，

唐伯球议长在会上发言，他说：“站在人民方面，

当然只有和平之一途，以战求和应该考虑是不是

还有战的力量，假如没有战的力量，莫说八项条件，

就是十条二十条，也要逼着你接受，戡乱到今天，

兵牺牲完了，粮搜殆尽，连人民一点点黄金也运

走了，谁还能说以战求和的话，除非是丧心病狂，

我们只希望实实在在的实现和平，不要徒讬空言，

共产党的八条提出来了，第一条最重要，他逼着



85

张 熙：湖南省参议会对湖南和平解放态度的转变

人上断头台。那个愿意只好教别人拼到底，我们

认为那第一条应该修改，和平才容易实现。”[22]

可见，唐伯球对八项条件是有具体研究的，他认为，

除了第一条应该修改，其余都可以接受。事实上，

毛泽东的八项声明，最后也仅第一条修改了，其

余七项被广泛接受。由于北平形势的转变，加上

唐伯球努力回应毛泽东的八项声明，坚决反对以

战求和，这次筹备会风向立马转变，议员们反战

情绪高涨。其中凌兆尧、蒋绍葵、席楚霖等人皆

坚持主和谈判，反对备战，代表了多数参议员的

主张。

但此时出现了另一种声音，有人提出“保境恤

民”的主张，认为湖南应持中立态度，反对国共

双方将战争打到湖南境内。这本质上是一种求湖

南自治的声音，代表人有参议员黄甲、熊雄、欧

阳钧等人。这种观点，只需阅读 1948 年 12 月 30
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

的新年献词便知绝不可行。该文提出的绝不能使

革命半途而废的号召与八项声明的用意是一致的，

中共显然无法接受所谓的湖南中立态度，因为这

种态度无异于让湖南变相“独立”，对国家统一

有弊无利。故这种声音并未得到外界热烈反响，

观察家亦批评这种声音“过于天真”[23]。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唐伯球及其他参

议员态度转变的原因所在。唐伯球后来撰文回忆

过自己参与湖南和平解放的历程。他将自己态度

转变的时间节点推前至 1948 年 3 月。当时，他在

上海会晤了与中共地下组织有联系的湘籍爱国人

士郭春涛。郭彼时任民革中央常委，他要求唐伯

球以湖南省参议会作掩护，发展民革组织，开展

反蒋活动 [17]306。不过，唐伯球的追忆恐有将自己

心路转变时间置前的嫌疑。唐确于 1948 年加入了

民革组织，在其子唐鸿烈的影响下，赴香港会

见了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李济深指示他返湘

后反对征兵征粮，以达到反对内战、争取和平

的目的 [24]253。但在唐伯球担任议长前，无论在言

在行，他都拥护国民党统治，更不用说进行反蒋

活动。待他担任议长后不久，他才坚决地执行了

李济深的指示。让他更感国民政府背信弃义的是

国民政府将长沙中央银行的黄金偷偷运走一事。

此前他被保证央行黄金会留于湖南作建设之用，

即使要运走也会提前告知他。但结果却是黄金运

走半月，他自己还被蒙在鼓里，致使他在筹备会

议上遭到国大代表柳赠春严厉斥责，当时场面险

些失控 [25]。与此同时，民革发言人在香港对毛泽

东提出的八项条件发表了谈话，认为八项条件完

全合情合理，必须坚持 [26]。唐伯球当是受民革影响，

故对八项条件给予了充分肯定，虽在其个人看来，

第一条惩办战犯尚有修改空间。

对其他参议员的言论，因多数未曾留下相关

文字记录，故仅能从相关报道推测其态度转变的

原因。笔者认为，参议员们的态度转变，除了受

北平局势和毛泽东八项条件声明的外在影响之外，

更关键的原因恐怕还是，参议员们对国民政府对

湖南的政策彻底失望了。国民政府在湖南征兵征

粮、运走黄金等事，激起了民众的极大不满。此时，

参议员们自会审时度势，站在民意一边。这次对

和平的呼吁便是一次证明自己是代表民意发声的

机会。这个时候，参议员们对国民政府极为失望，

故部分参议员在讨论毛泽东的八项声明时，竟然

连第二条废除伪宪法和第三条废除伪法统都能接

受。这也证明，彼时的参议员已不再关心所谓的

中华民国法统，其对湖南省本土利益的关心显得

更为迫切。

三 省参议会对湖南和平解放的积极参

与

前文已述及了省参会对湖南和平解放态度的

转变，尚未阐述其在转变态度之后如何积极争取

湖南和平。事实上，省参会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

遇到了诸多阻力。一方面，其需要挽回社会各界

对其的信任；另一方面，其需要承受白崇禧“备

战求和”举措的巨大压力。为此，议长唐伯球和

副议长席楚霖既要联络外界力量响应和平呼声，

又需在桂系的监控之下实现自救运动。

依照当时的局势，要实现真正的和平有三种

可能的方式：第一是作战双方继续交战，直至一

方被消灭，战祸自然完全熄灭；第二种是由局部

和平到达全面和平，像北平和平解放一般，其他

城市跟随北平获得和平解放，战事亦能停止；第

三种是作战双方依照全国人民意愿进行和平谈判，

商定达到永远和平的条件，实现全面和平 [27]。按

时人的理解，三种方式中第三种方式最好，一种

种最坏，第二种方式介乎两者之间，可见走和平



86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2 期（总第 145 期）

谈判的路线似乎是时人的殷切期望。但是在真正

和平之外亦有两种假和平方式，一种是所谓“以

战求和”，其为白崇禧等顽固分子所坚决主张；

一种是打着保境安民的幌子谋求地方自治，实则

为变相的“地方独立”，湖南省部分参议员便有

此想法。

对于“以战求和”的观点，前文已有论述，

在湖南省参议会内部争辩的过程中已被自行放弃，

始终未采纳过，然而，保境安民的幌子却时时浮

现出来。

起初，省参会打算采取向国共双方发电报提供

和平建议的做法，当然，大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共同点是希望双方实现停战，且保障人民四大自

由；不同点是向蒋介石建议停止戡乱一切措施，

包括征兵征粮、释放战犯、开放言论自由及交还

地方财政等，向毛泽东则建议准许人民代表直接

参加和谈 [28]。从省参会对蒋介石的建议不难看出，

其关注重点放在对本省的保境安民之上，欲取中

立之立场。这一点，其与人民团体的意见有较大

分歧，这种分歧集中爆发于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

的成立大会上。

1949 年 1 月 27 日，和平促进会成立大会召开，

国大代表、立委、参议员、人民团体代表 50 余人

参加，推仇鳌为主席。在仇鳌作报告之后，即讨

论组织章程。其中关于章程宗旨一项争论甚久，

具体而言，是对“促进国共双方停战言和”这一

条之留删上有较大争议。国民党方的参议员朱岳

峙相继发言四次，力争不能删节。其意以为必如是，

然后是非黑白才分明，引能伸之，即此和平促进

会言之目的在调协国共两党之争端，万一和平不

成，责任当然属于共党矣。但是会上其他人士与

仇鳌均不赞同其意见，彼等以为主战者非国民党

全体党员，“即如我（仇鳌自谓）就没有助过战”。

最后此条终被删略，章程其他各条，略有增减，

大致通过。在人民团体与参议员的交锋中，人民

团体有抬仇鳌以压倒唐伯球之势。省参会毕竟势

单力薄，处于弱势，最后不得不在章程宗旨及领

导权两方面都作出让步。然人民团体内部也混乱

不堪，致使会场秩序大乱，有参议员申请退席。

二者在该次大会当中亦形成鲜明壁垒 [29]。

可见在和平促进会中，尚无法真正凝结成团结

力量。省参会向国共双方发电，希望双方停战的

行动似乎并未得到人民团体的认可，相反还被指

责为国民党脱责。因发动战争的一方显然是国民

党，电请双方停战无异于为发动战争一方推卸责

任，自无助于真正的和平。参议员显然也意识到

了这个问题，他们愈发觉得，除非团结人民团体、

充实力量，否则就没有收获真正和平之可能。省

参会下一步的关键，便是解决与人民团体的矛盾。

为团结内部力量，同时扩大外部同盟，参议员

们只有一方面参与省外和平促进会的运动，以此

扩大和平力量，另一方面则是秘密会见程潜等高

层人物，商谈湖南和平的方法。

向外省联络和平力量的任务主要交给了副议

长席楚霖。前已述及，湖北省最先组织了和平促

进会，且初始动机还和白崇禧逼蒋下野有关。但

是湖北省和平促进会似乎并未按白崇禧的意图采

取备战求和的姿态，在本省耆宿李书城、张难先

等人的领导下，其积极呼吁和平，并邀请湘、赣、豫、

川、桂、黔、皖等省代表出席参加 2 月 5 日的和

平会议。湖南省派代表席楚霖和参议员朱岳峙赴

鄂参会，并在会中达成消弭战祸、恢复和平的共识。

席楚霖亦从这次会议中感叹到，人民的力量已成

为第三者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公平正直、不偏不倚，

是实现和平不可遏制的伟力。湘省民意机关当配

合协助政府，积极加强自卫自存应变的各项部署，

形成促进和平的力量 [30]。可以说，席楚霖的这次

参会，积极争取到了与邻省互动的良机，为将来

进一步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求取和平与利用省参会

配合政府做一些政府不方便公开的事情做了铺垫。

所谓的民意机关配合协助政府，当包含了做

一些政府不方便牵头但需有人倡议之事。彼时，

省府主席程潜正与中共秘密接触，商讨和平之事，

很多事情不方便自己公开露面进行，尤其是公然

反抗国府命令的一些事，适合由参议会发声倡议。

如取消一切戡乱措施，停止征兵征粮，释放政治

犯，反对运走黄金，禁止锑钨外运，发行辅币等

事，皆有唐伯球和省参议会积极参与，其对程潜

之湖南实行局部和平、反对南京政府对湖南进行

积极掠夺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通过这些努力，

省参议会亦逐渐重新获取了民众的信任。

转折的时间发生在 4 月 20 日，彼时，省参议

会以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的名义，邀请省会工商

农教各界人士，借省参会会议室，举行非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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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会议以避战自救为主旨 [31]。也就在同一天，

省参会的驻省参议员，为争取和平之成功，特联

名签署，向驻会委员会提议，成立一议案，电促

中央，接受和平条款，从速签订协定，俾使和平

早日实现 [32]。相较于此前参议员在和平促进会上

对“促进国共双方停战言和”留删的争执，这一

转折不可谓不关键。其态度明显由中立转变为放

弃国民政府。两日后，在省参会成立了湖南各界

人民争取和平联合会，并一致推举仇鳌为总主席。

这次会议没有任何争执，各界人士均已同意“反

战图存”的主张 [33]。会议宣言强调，湖南决不能

脱离中国，彻底否定了企图使湖南变相独立的想

法。可以说，这时候的参议会，已欲真切反映民意，

与人民站于同一立场，呼吁真正和平了。

比之于处理与人民团体的矛盾冲突，应付白崇

禧施加的各种压力要更为棘手。白崇禧虽于 1948
年 12 月底便提出“和平解决”的方案，但其看似

“和平”，实则是在做备战的准备，可以说，白

崇禧在各种场合所强调的皆是“备战求和”的态度。

为此，他坚称“征兵征粮绝不能停”，且必须继

续大量出兵出粮。这与湖南反战图存的目标可以

说是背道而驰，自难被湖南民众所接受。白崇禧

不断施加压力，企图从湖南民意机关入手，以达

其备战的目的。1949 年 3 月 28 日，白会见湖南省

各机关首长。晚宴中白未发一点意见，却于宴后，

待省府委员各厅处长离去后，约见参议会的唐伯

球、席楚霖等数人，说明了他此行主要任务。因

战事当前，他亦需“和平资本”，故坚持要征兵

征粮才能为和平而备战。这一诉求在其他各省似

无阻力，然湖南因情形不同，白希望湖南民意机

关代表能拥护此等主张 [34]。不想唐伯球严正表示，

此措施非但无济于事，还会极大影响民生。这可

以说是回绝了白崇禧的要求。湖南最终也通过确

立法案停止征兵征粮，避免了被桂系军阀榨取更

多军事资本。

白崇禧显然不能容忍湖南和平运动的展开，在

唐生智来长沙参加湖南和平自救运动之后，白崇

禧进行了一系列的破坏运动。前文述及，4 月 22
日湖南各界人民争取和平联合会成立，唐伯球认

为当邀请唐生智来长沙与程潜共商争取湖南和平

解放大计，并主持各界联合会的会务。此时，也

只有唐生智的声望足以担当这一运动的领袖。唐

于 29 日抵长，5 月 2 日下午，各界联合会在省参

会礼堂举行欢迎大会，决定把“湖南各界人民争

取和平联合会”改名为“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

推唐生智为主委，仇鳌、陈渠珍为副主委，实行

自保自救。自此，湖南和平自救运动也达到了高潮。

5 月 6 日白崇禧再度来长，宣称“局部和平无异投

降”，将程潜的身边人事进行了大幅调动，以期

控制程潜。与此同时，唐生智亦被列入白崇禧逮

捕的黑名单。唐伯球探知后，连夜告诉唐生智，

请其从速转移 [35]。唐生智见此情形，自知不可再

留长，故秘密回到东安，继续进行起义工作。此时，

省自救会已被白崇禧下令解散，湖南和平运动一

度跌入低谷。白崇禧欲更进一步实施调虎离山计，

将程潜调到广州任考试院院长，以进一步打击湖

南和平运动。唐伯球召开参议会，决定以省参会

名义致电李宗仁，挽留程潜主湘，并多方活动，

电请李宗仁收回成命，最终见效。可程潜在白崇

禧眼中始终被视为眼中钉，终于在 7 月 21 日，程

潜以出巡为名，避居邵阳，随同程潜去邵阳的还

有唐伯球、刘岳厚等人。唐伯球到邵阳后，住在

陈光中家作掩护，并草拟和平起义的通电稿以响

应和平解放。此后留省参议员继续以参议会的名

义发电保护市民。8 月 5 日，长沙和平解放，唐伯

球返回长沙，和唐生智等湖南耆宿及各界知名人

士 104 人通电响应程潜、陈明仁的湖南和平起义。

这些人中包括参议员席楚霖、陈云章、凌兆尧、

方鼎英、蒋绍葵、陈兴、龚励初、高伯融等数十人，

他们或可代表省参会的主流选择。

抗战胜利后，湖南省参议会作为民意机关得

以正式成立，但本为代表民意以监督政府的省参

会却长期起着“小骂大帮忙”的配合作用。这一

依附属性，使得本应有较高地位的参议员们受到

了舆论的颇多谴责。若从文化的观点视之，这种

现象与湖湘文化把政治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对

现代人格建构的漠视具有一定联系。湖湘文化的

经世致用性亦使其具有急功近利的负面取向，其

使人格失去独立的品性，形成依附的特质。曾有

论者指出，“湖南是一个闭塞的内陆省，湘人人

格更趋内敛，好讲裙带关系，普遍表现为一种依

附型人格。”[36] 这一特质在省参会历次大会中，

参议员们互相摆桌请客吃饭，极力讨好省府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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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其额外资费等事中清晰可辨。然而，当社会剧

变、湘省命运未定之际，省参会又决心站在人民

一边，代表民意，寻求真正的和平解放。这时，

湖湘文化中“敢为人先”的一面亦显露出来了，

使得湖南成为北平以外第二个实现和平解放的省

份（之后的衡宝战役为追击桂系之战役，无碍于

整体的和平解放）。若单从“精神性”的视角观

之，则湖南省参议员显然不足以构成一独立力量，

不具备高度的自觉意识，但是从“实践性”来看，

则湖南省参议会在湖南和平解放的转变中又着实

发挥了旗帜性的引领作用，其与国民政府一方进

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可以说，湖湘文化在这一

历史进程中，也实现了升华性转化，并由此克服

了原先依附人格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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